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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一职，曾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

职务。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事

实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

总书记。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

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

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

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

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

的红色教授学院。前五任总书记当中，有

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第三

任总书记向忠发。然而，向忠发并不是因

为他的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关注，而是

因为他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时间里，所留

下的“事迹”不能不让后人思考。向忠发任

职的三年，不仅没能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

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

唯一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

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

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

辱。那么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究竟是怎样一

步步地攀到了我党的最高领导层？是历史

选择了他，还是他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历史

的选择？向忠发的“事迹”，他进入我党最

高领导层并走上总书记之位的道路，不能

不让人思考。

靠工运起家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

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

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

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

人，三年后因受东家赏识被介绍进入轮船

公司。以后几经波折，又在当时国内规模

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

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

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

之后，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

萍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经中共党员许

白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位

领导人是从工人运动领袖中脱颖而出的。

他们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

培是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忠发

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

三年，是 1925年入党。但就党内地位而

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

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

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

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

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

的地位。直到 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

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

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

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直到中共五

大时，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

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

王荷波而崭露头角，同时当选中央委员，

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

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中心北

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只

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

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

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时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

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

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

白昊等 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

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

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

负责人，向忠发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

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

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

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

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的 27

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 13个猛

增到 270个，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迅速达到

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

纠察队，湖北总工会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

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

发自然是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

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

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是情理之

中的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

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

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

的候补委员。可是，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

于这一步，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

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

中。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

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

“总书记”之路
□文 / 杨奎松

揭秘向忠发的

10



2006年 第 5期

党史纵横
中共史林 历史沉思

究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

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

运动领袖苏兆征担任劳工部部长。但是，

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

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

群众面前失去了共产党的面貌，当 1927

年 7月国共关系破裂，苏兆征与谭平山一

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

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

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

的“请假”条，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

那里大打折扣。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

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这类

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

的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

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参与中央的决

策，他内心很不平衡。当中共中央为避免

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

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

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不满。特别是在中共

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时，向忠发几乎

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

共中央辩论。这样的举动，自然给在武汉

的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

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

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

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插手。向忠

发的突然得势，得益于共产国际 1927年 7

月 14日的一纸电令。电令说：中共中央领

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

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

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种种机会主义倾向

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

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

袖以及在内战时成长的党员，在党中央内

取得决定的影响。”

“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

1927年 8月 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的

紧急会议认定，正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

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

表，才造成了上述局面。根据这样的认识

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决定

将几个工人领袖安排进入指导机关。而党

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

谁呢？只有三个人：苏兆征、向忠发、王荷

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

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

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

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值得注意的

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

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在武汉政府公开反

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

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

他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全票当选政治局

委员，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

领袖的指示，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同向忠发

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

好的印象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

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

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

政治局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

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

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

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

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

的指示，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不

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

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

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

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

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

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

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

这些工人领袖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

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

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

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

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

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的三个瞿秋白、

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

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

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

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

有安排工作。到 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

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既不给他

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

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其实只是名义上

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

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 8月—9月）和上海

（10月上旬）开过的 20多次常委会议和 4

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

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

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

内的实际地位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

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

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让向忠发心存不

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

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

到重用呢?他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

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

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

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而这种认

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当时某些中共中

央领导人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

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

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

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

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

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

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

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

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

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

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

在苏联出名

共产国际也不满意“八七”会议的改

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

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

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

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

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常

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

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

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

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

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

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

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

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

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

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并不容易。

1927年 10月，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

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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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

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

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

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

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往

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

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

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

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

团的领导人，似乎很合适。就这样，共产国

际代表很快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

准备，赶在 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

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情

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

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做

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

息。10月 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

人李震瀛一道，带两个武汉工人和 5个上

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

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

发在纪念活动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

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

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

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

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

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

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向忠发的表

现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

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

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

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

程度的果断与魄力。

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是向忠发处理

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

问题。1928年 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

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

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

发出面解决。向忠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

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解

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

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

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

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 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

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

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

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

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绝不

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省、市、县、区的

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

贫农同志。

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

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

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

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

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

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

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

子出身。

1928年 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

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

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

了中共中央在 1927 年 11 月会议上的各

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

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

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

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

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

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

不想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

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

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

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

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

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向忠发在信中说，

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

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

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

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

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能被改造成彻

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政治上

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

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

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

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

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

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

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

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

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

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

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

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

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

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

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向忠发还断言，中国

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

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

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

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是他们所担心

的问题。2月 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

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

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

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花了相当的

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说，党内

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特性所致，并且分析了基本原因。

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

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

布哈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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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8年 6

月 18日至 7月 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向忠发当

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图为六大会址

中共史林 历史沉思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

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

解。但在当时，特别是像斯大林、布哈林这

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

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

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

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

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

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

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

政治野心，他并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

白和李维汉，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

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

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

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

而已。

1927年 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

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

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

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

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

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

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

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

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

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

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

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

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

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

1928年 3月 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

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

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

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

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

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

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

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

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

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

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

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 3月份举行的赤

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

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

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

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

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

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负

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

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

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

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身为代表团

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

于前，但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

的仍旧是向忠发，不是苏兆征。

被共产国际推上台

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

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

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

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

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

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

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

心。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是想通过外力的

作用把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

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对于中国党，

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

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

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正是为了

这一目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的重要性凸

现出来；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

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

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

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

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

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

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

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

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

还在 1928年 6月 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

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

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

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

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

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

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

主义的观察力。”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

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

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

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

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 6月 17日

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

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

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

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

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

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 7月

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

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

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

候选名单，在这个 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

占到了 22个，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

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

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

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

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中国共

产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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